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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文、中文到华文: 新加坡中学华文教科书的本土化建构

王　 兵

摘　 要: 由于受到社会政治与历史文化的影响,新加坡的中学华文教科书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本土化过程。 早期

殖民地时期和日治时期,新加坡的华文教科书几乎都从中国引进,径以“国文”名之;战后至 1979 年,伴随着中国局势和

新马政局的巨大改变,中学华文教科书在“马来亚化”理念倡导下加强本土意识的宣扬,教科书的出版格局也随之改变,
趋于自主。 教科书的命名更易为“中文”“语文”或“华文”;1979 年至今,新加坡教育部为了因应新教育体制带来的冲击

与挑战,按照能力等级编写若干套华文教科书,文学教科书则在凸显本地化的同时,向更为包容的全球化发展。 在华人

占据主体的新加坡,梳理中学华文教科书的演进不仅可以透视其华文教育的本土化倾向,亦可窥见汉语或中文在东南亚

地区的传播与新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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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From Guowen, Zhongwen to Huawen: The Localization Process of Chinese Textbooks in Singaporean Secondary School
Abstract: Due to the impact of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s, Chinese textbooks in Singaporean secondary school experienced a
long and tortuous process of localization. In the early British colonial era and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Singapore, almost all
Chinese textbooks in Singapore were imported from China and entitled guowen. From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to 1979, with
dramatic changes in China and Malaya, textbooks were primarily used to promote the consciousness of localization under the
concept of Malayalization. Correspondingly, the publication of Chinese textbooks tended to be autonomous and their titles changed
to zhongwen, yuwen or huawen. From 1979 to date, in response to the impact and challenges of the new education system, the
Singaporean Ministry of Education has compiled several sets of Chinese textbooks according to language proficiency. Meanwhile,
literary textbooks highlighted loc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In Singapore where ethnic Chinese dominates,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textbooks not only reveals the localization of Singaporean Chinese education, but also the spread and change
of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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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考察,“国语” “汉语”
“华语”和“国文”“中文”“华文”等概念在不同的

时空背景下有不同的使用习惯和指称意涵。 “汉
语”或“普通话”广泛运用于当下的中国大陆,前

者是与少数民族语言相对的汉民族共同语,具有

族群意识;后者为各民族的共同语,强调此语言的

普及与通用特质。 “国语”和“国文”广泛运用于

中国大陆的民国时期和 1949 年以后的台湾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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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多指中小学阶段的语言基础知识与能力训

练,后者侧重中学阶段及以上的文学与国学知识

的学习。 中国香港地区施行“两文三语”的语言

政策,“两文”指中文和英文,“三语”指粤语、英语

和普通话。 显然,这里的“中文”侧重汉语书面

语,“普通话”侧重汉语口语,“粤语”则是方言口

语。 “华语”和“华文”则适用于华侨聚集的东南

亚地区,尤其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华语”概指

华族或华人的共同语,侧重口语;使用“华文”时

或侧重书面语,或是包括“华语”在内的统称。 当

然,伴随着全球汉语热以及中华文化的世界传播,
“中文”和“汉语”也广为全球二语习得者使用。

梳理新加坡的华文教育史,我们可以将之简

要归纳为早期殖民地及日治时期、独立建国前后

与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三个阶段。 而在这三个阶

段中,新加坡中小学华文教科书对于上述称谓大

部分都有采用。 正是在这些称谓的嬗变过程中,
新加坡中小学华文教科书的本土化才逐渐得到形

塑。 鉴于中学教科书更多地涉及文学篇章和文化

因子,更适宜探讨华文教科书的本土化建构,因此

本文欲选取新加坡中学华文教科书为例,勾勒出

其称谓从国文、中文到华文的演进历程,肯定新加

坡教育当局和教育工作者在建构本土化华文教科

书中的努力,并合理预测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 侨民教育理念下殖民地时期的

华文教科书(1919 年—1945 年)

　 　 1905 年创办的养正学堂(后改名为崇正学

校)是新加坡最早的新式小学,1919 年创办南洋

华侨中学(后改名为华侨中学)则是最早的华文

中学。 在此之前,新加坡的华文教育基本沿袭了

中国传统的私塾模式(如 1854 年的萃英书院),
且只有部分财力殷实的家庭才有钱延聘私塾先

生。 所用教材与晚清中国并无二致,学习目的仍

是参加科举考试,待各类科试时间一到便返乡应

考。 值得一提的是,原籍福建海澄的星洲寓公邱

菽园为了帮助当地的华侨子弟更容易地识别一般

常用字,1902 年将传统蒙学教材《千字文》删难就

简之后编印了新加坡最早的启蒙课本———《新出

千字文》,其间就录入 154 个常用的或当地物名的

汉字(姚梦桐 56 63)。 而自 20 世纪初至 1945
年新加坡光复,这 40 年的华文教育实际上是晚清

和中华民国侨民教育的一环,“国语”“国文”是其

时华文教科书最为普遍的名称。
20 世纪初期新加坡的教科书,一般遵循清学

部的规定,如 1904 年由张百熙等重新拟订的一系

列各级学堂章程,即《奏定学堂章程》,1912 年后

则改用民国政府审批的教科书。 自 1924 年起,英
殖民当局颁布《注册学校津贴条例》,宣布华校可

以向当局申请津贴,但必须采用指定的教科书和

接受当局所指派的教师,从而控制华校的发展

(叶钟铃 48)。 金文泰(Cecil Clementi)总督任职

期间(1930 年—1934 年),对国民党的党化教育

政策深恶痛绝,严格审查或禁用中国色彩浓厚的

华校教科书。 殖民地当局也曾有过编写本土化教

材的尝试,但却在遭遇挫折后计划流产(崔贵强

69)。 因此,这一时期中学华文教科书的选用,除
了 1930 年代后期出现零星的本地编印出版之外,
绝大多数都是从中国进口的。 其中以商务印书馆

和中华书局印行的教科书,受到最多学校采用。
目前可见的商务印书馆教科书有 1911 年初版庄

俞、沈颐合编《国民学校用共和国教科书·新国

文》、1911 年初版秦同培所编《国民学校用共和国

教科书·新国文教授法》、1933 年初版傅东华编

《初级中学用复兴教科书·国文》、1935 年初版钱

基博选注《中学适用模范文选》等;中华书局教科

书则有 1913 年初版陆费逵、沈颐、戴克敦合编《新
制中华民国学校国文教科书》、1937 年出版的胡

云翼编《初中国文分类选读·故事诗选》、1939 年

出版的宋文瀚、张文治合编《新编高中国文》等。
这一时期的华文和文学教材在内容上充满反帝与

排外的色彩,较多宣扬中国本位的爱国思想。
于锦恩曾将民国时期东南亚华校国语教材的

编撰者分为中国大陆学人和东南亚学人两类,认
为大陆学人所编国语教材的本土化倾向包括选材

符合国外实际、稳妥处理敏感话题、教给儿童规范

汉语及配以实用方便的教学法;东南亚学人所编

国语教材的本土化倾向包括突出第二语言教学的

特性、使用外语进行解释及强调国语文的特点

(51—58)。 尽管其论述泛指东南亚地区,且侧重

国语教材,不过对于中学国文教科书的本土化解

读亦有一定的参考。 实际上,这一时期华文教科

书的本土化建构主要体现于出版权的自主与否。
尽管战前新加坡曾经有一家出版华文教科书的南

洋书局,也有本地学校的自编教材,然直至 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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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新马本地出版和各华校自编教材的比例仅占

2% ,而引进中国的教科书则占据着绝对比例(中
华民国教育部 522)。 当然,由中国编制的华文

教科书在引进南洋时,也做了一定程度的地域考

量。 1929 年底,国立暨南大学召开南洋华侨教育

会议,决议之一就是编著适应南洋环境的教科

书。①自此,适用南洋华侨学校的教科书逐渐被新

加坡的华文学校引进采用。 如 1940 年 6 月由商

务印书馆发行的六册本《复兴初中国文》,编著者

为沈白英、赵景源。 本书书名上方就注有“遵照

修正课程标准编辑”和“南洋初级中学适用”的字

样(封面)。

二、 独立建国前后华文教科书的本

土化的历程(1945 年—1979 年)

　 　 这里的“独立建国前后”是指新加坡从 1945
年光复,1959 年自治,1963 年加入马来亚联邦,
1965 年独立建国直至上世纪 70 年代后期的三十

余年时间。 尽管这段时间不算太长,但是区域政

治和华文教育等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而华

文教科书的发展,也在大环境的影响下经历了

“去中国化”或曰“马来亚化”理念与实践的博弈

过程。
1945 年新加坡光复后,殖民地与过渡的自治

政府不满战前教科书灌输中国意识的做法,先后

宣布与推行了一系列的新教育政策,如 1947 年提

出的“十年教育计划”、1951 年出台的《方吴报告

书》以及 1956 年发表的《华文教育调查报告书》;
先后颁布的各类课程标准或纲要有 1952 年拟定

的《小学各科课程纲目》、1959 年颁布的《华文中

小学华语课程标准》、1963 年修订的《中小学各科

课程标准》以及《1969 及 1970 年华校中四会考考

试纲要》等。 这些教育政策和课程标准的出台背

景尽管有马来亚联邦和新加坡自治的分野,但基

本的理念皆是通过华文教科书宣扬本土意识。
其中,“十年教育计划”的一个重要目标即通

过教育的熏陶,以“培植及发展人民的自治能力,
养成公民之忠诚意识及责任心”(唐青 112)。 美

国人方卫廉(William P. Fenn)与吴德耀发表的

《华校与马来亚华文教育报告书》 (即《方吴报告

书》)直接声称: “虽然教科书并非决定个人政治

观点的根本原因,但却明显地导致在异国生活的

人民有不同效忠的对象”。 其对于当时华校所采

用的华文课本也颇有微词: “由于修订不够透彻,
以致使组成马来亚与中国的部分有欠协调。
[……] 图文多是中国而不是马来亚的背景”
(16—17)。 《华文中小学华语课程标准》之“中学

华文”课程标准部分在选材范围方面亦特别要

求,“合于本邦立国精神,并能促进各民族之相互

了解与合作者” “叙述或描写星马风景名胜及文

物习俗者”,并希望达致“培养学生效忠本国之意

识及与各民族和谐共处之精神”的教学目标(新
加坡教育部 1 24)。

在上述思想指导下,这一时期改编的中小学

华文教材都加插了部分具有马来亚色彩的课文,
尤其体现在中学高年级的华文教科书中。 比如郭

嵩焘《新加坡洪家花园记》、郁达夫 《马六甲游

记》、鲁白野《马来亚民族英雄汉都亚》《谈马来亚

的历史》、薛洛等《马来亚之歌》、文勤《马来亚国

的诞生》、李钟钰《新加坡风土记》、曾铁忱《马来

亚渔船的下水礼》、许云樵《中国古籍中的马来

亚》《释南洋》、邭劳《新加坡素描》、郑子瑜《婆罗

洲的一日四季》、连士升《新加坡素描》和张燮《麻
六甲》等就曾出现在 1960 年代之后的新加坡出版

商的教材之中。 同时也有少量描写新马以外的东

南亚国家的作品,如陈言《印尼儿女》、蒋维乔《菲
律宾百震亨瀑布游记》、巴人《印尼———一条翡翠

的带》、沈思中《锡兰———哥伦布、堪堤》、佚名《万
隆的风光》和汪大渊《爪哇》等。

另外,与前一时期相比,华文教科书的出版格

局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新加坡在战前有规模的

中文书业有 22 家,但是有能力出版教科书的只有

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上海书局和南

洋书局五家(新加坡书业公会 12)。 其中,作为

海外分馆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在战后尤其是

1949 年以后受到中国总馆管理变革的影响,不再

占据新加坡华文教科书的出版优势。 1951 年《方
吴报告书》出台后,五家书局经历了合资联营、出
版分工等改革历程,出版更加适合本地学校教学

的教科书。 至 1959 年新加坡自治以后,本地华校

采用的华文文学教科书不再以直接引进为主,逐
渐改变了先前混杂的出版样态。 1960—1970 年

代通用的中学华文教科书,主要有中华书局版

《中华文选》八册、教育供应社版《中文精读课本》
八册、新加坡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版《华文》八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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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出版社版《中学华文》八册。 此外,世界书局

在 1956 年出版了新马华校适用的《初中语文》六
册,1946—1952 年陆续出版的中华书局版《新编

高中国文》六册在新加坡独立以前被华校广泛采

用。 从其命名来看,“国文”使用频率逐渐降低,
“语文” “中文”和“华文”等称呼则同时存在,且
后者的使用频率较高。 当然,这也是新加坡中学

华文教科书本土化的一个体现。 不过,从选材范

围来看的话,上述中学华文教科书的本土化程度

是有差异的。 如中华书局版教科书全然未录新马

作家的作品,其他三家都有若干篇入选。 而据

1970 年参加华校中四会考的 60 所学校的统计,
采用中华版教科书的中学有 23 所,教育出版社版

的有 19 所,新加坡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版的有 9
所,教育供应社版的有 4 所,其他版的有 5 所(杨
培联 4)。 可见,这一时期教育当局倡导的“马来

亚化”并未在所有的华校中学和华文教科书中得

到鲜明的体现。

三、 分流与双语教育背景下华文

教科书的本土化建构 (1979 年至今)

　 　 这一时期,新加坡教育界出现了两件影响华

文教科书本土化进程的重大事件: 其一,1979 年

3 月,《新加坡教育部报告书》(亦称《吴庆瑞报告

书》)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分流教育制度,即让不同

学习能力的学生修读不同的课程。 其二,1987 年

政府全面取消华校。 即如李光耀所云: “到了

1987 年,所有的学校,包括特选中学,都以英文作

为第一语文和主要的教学媒介语,同时以母语作

为必读的第二语文。 于是,一个全国性的教育政

策终于形成”(Lee 6)。 取消华校后,学生对于华

文的接触时间明显减少,家庭语言背景亦逐步趋

向英文,华文教科书自然要呼应这些变革带来的

后果。 因此,自 1979 年至今新加坡中学华文教科

书的本土化演进,首要的考量就是要因应学生华

文水平的参差不齐。
1982 年,修订中学华文课程纲要的工作完

成。 随即,新加坡教育部的课程发展署成立了

“中学华文教材组”,着手编写《中学华文教材》。
这套教材面向两组对象: 一是以华文中学的学生

为主,他们是特别课程的学生,选修第一语文;二
是以英文中学的学生为主,他们又分为快捷课程

和普通课程两种,选修第二语文。 教科书采用

“单元制”的结构编写,修读不同课程的学生按照

语言能力的差异完成不同数目的单元,有不同的

起点和终点。 此后,伴随着 1992 年《王鼎昌报告

书》、1999 年李显龙《副总理声明》以及 2004 年

《华文课程及教学法检讨委员会报告书》的发表,
中学华文教科书也发生了一定的改变,如开设

“华文特选课程”和“华文 B 课程”等,但是重视新

加坡本土学生个体差异的初衷并未改变。 现行的

中学华文课程即包括华文(基础)、华文(B)、华文

(普通学术)、华文(快捷)和华文(高级)五种类

型,且各语言技能在不同课程中的比例安排各有

侧重(教育部课程规划与发展署 7)。 如华文(基
础)及华文(B)课程的学习重点均在于培养学生

的口语交际能力,在此基础上,华文(B)课程亦强

调基本的读写能力的培养。 华文(普通学术)及

华文(快捷)课程强调对学生读写能力的培养,华
文(高级)课程则重在加强学生写作能力的培养。

而在华校取消后中学华文的文学部分,已沦

为少数语言能力强的学生的选修课,教科书与之

前相比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新加坡教育部统编

的第一部中华文学教科书,始于 1976 年 1 月出版

的《中国文学简史》。 此书的编撰虽然也参考了

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但却标志着新加坡

中华文学教科书独立发展的开端。 1982 年,为了

配合教育部公布的 1978 及 1979 年中四会考中华

文学科考试纲要中的“中学名著选读”部分,新加

坡美雅书局出版了一式五本的《中学补充读本》。
此后尚有 1983—1985 年王永炳、陈益清合编的

“文学作品选读”系列教材和《中华文学基本知

识》,1997—1998 年由陈益清、陈安德合编的“中
华文学”系列教材,以及 2006—2010 年由陈益清、
陈安德、梁敏合编的“中学华文文学系列”丛书,
皆为教育出版社出版。 这些教材具有很多共同

点,如皆为系列教材,主要包含唐宋诗词选、文言

文选、现代小说选、现代诗选和现代戏剧选等分

册;文学篇章的总数与传统华校时期的华文教科

书相比有大幅消减;新马作家的现当代文学作品

入选量逐步提升。
如果说中学华文教科书的本土化主要考虑到

在地学生语言能力的个体差异,或者说因应新加

坡的华文学习已为二语习得的事实,那么中学文

学教科书的本土化在此基础上更加着重两点: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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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课程名称的更动。 2005 年,新加坡教育部课

程规划与发展署华文组重新规划和修订了《中华

文学 课 程 标 准》, 且 将 “ 中 华 文 学 ” ( Chinese
Literature)课程易名为“华文文学” ( Literature in
Chinese)。 这次课程名称的更动具有两层意涵:
一是表层的区域拓展。 “中华文学”多指中国大

陆、台港澳地区等大中华地区的文学,而“华文文

学”则指所有用华语写作的文学作品,既包括大

中华地区的创作,也可指东南亚地区以及其他地

区的华语写作,故而概念的外延大幅扩展。 二是

深层的身份认同。 1965 年新加坡独立建国以后,
国家领导人和教育当局势必要通过教科书来形塑

年轻一代的国家认同。 “中华文学”及其英译名

称极易使人产生“中国化”的联想,而更名为“华
文文学”,不存在上述国家认同的混淆,且与新加

坡华人的华族认同相呼应。
其二是选文理念的更新,即从凸显在地化向

精选全球华人杰作过渡。 1965 年前后的中学华

文教科书中,即使有一段倡导选文“马来亚化”的
时期,但是真正选录新马本土作家的作品非常之

少,而多为中国南来文人反映新马历史、风情的篇

章。 而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华文学或华文

文学的教科书中明显增加了新马作家的作品比

例。 如在美雅书局版系列教科书中,现代短篇小

说部分选用了曾圣提的《生与罪》,这是 20 世纪

20 年代马华新文学的代表作品;诗歌部分有战后

初期新马诗坛重要诗人铁戈的《生活是美丽的》
以及钟祺的《新蒿里曲》;现代戏剧部分则选有林

晨的《打破镜子的女人》。 不仅如此,在 21 世纪以

来的文学教科书中,中国香港、台湾、新加坡和马

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作家作品频频入选。 以

2006 年的文学系列教科书为例,现当代小说部分

共选录 6 篇作品,分别是中国作家毕淑敏的《苹果

核》,新加坡作家希尼尔的《认真面具》,马来西亚

作家朵拉的《行人道上的镜子》,中国作家茹志鹃

的《百合花》,台湾作家黄春明的《我爱玛丽》以及

香港作家金庸的《射雕英雄传》节选。 这种编排

显然不是要凸显在地化,而是带有囊括所有华语

文学精品的企图。
中学华文教科书的命名从“国文” “中文”演

进为“华文”,显现出其本土化建构的轨迹。 由于

社会政治、历史文化诸要素的影响,新加坡中学华

文教科书的本土化建构注定要经历一个漫长而曲

折的过程。 当然,华文教科书的本土化不是偏狭

的、画地自限式的地域观,也不是单一“去中国

化”的政治诉求;相反地,它应该更具包容性,能
接纳不同华人地区的文化,并积极转化为本土的

一部分,成为培养华族人民具有本土意识、族群意

识和文化意识的最好素材。 作为华人占据主体的

新加坡,只有当华人的年轻一代能正视、接纳或热

爱华族的文化,然后再与其他种族文化和谐共处

或追求国际化、全球化的同时,才不会迷失自己。

注释[Notes]

① 详情可参看国立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编: 《南洋

华侨教育会议报告》(上海: 国立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

部,193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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